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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，社会记忆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珍
贵资源，是乡村社会存在与流变的历程记载，是村民的集体
记忆，凝结了信仰习俗、家庭宗族、礼俗人情、乡规村约等价
值观念与思想形态，是乡村共同体的粘合剂与文化遗产。 自
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，学界对社会记忆越来越密切关注，集体
记忆的研究日益成为一个重点课题。 而记忆是需要传承下来
的，因此必须涉及到记忆的载体问题。 美国史学家爱德华·希
尔斯曾指出，物质器物、宗教知识、科学著作、文学作品等都
渗透着传统社会记忆的踪迹。 [1]社会记忆的保存形式多种多
样。 但在当代社会转型时期，社会记忆的传承面临着一种前
所未有的挑战：有的社会记忆载体日渐衰败走向灭亡，而有
的记忆载体却蓬勃发展、呈现一派繁荣景象，甚至在同一个
村庄里可以看到不同记忆载体的不同传承命运，这不禁引发
我们的思考。 本文即以安徽省桐城市白果村的龙灯会与观音
庙会为分析对象，解读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。

一、集体记忆：打开农村这扇“窗户”的中轴
郑杭生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：“农村是认识我国社

会的一扇‘窗户’，而社会记忆则是这扇窗口的中轴。 ”[2]我们
过去的集体知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现在的体验。

（一）集体记忆的界定
法国学者莫里斯·哈布瓦赫在其代表作《论集体记忆》中

对此做出了清晰性解释与阐明。 “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
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，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
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。 ”[3]他认
为，“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———既是一种物质客体、物质现
实，比如一尊塑像、一座纪念碑、空间中的一个地点，又是一
种象征符号、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、某种附着于并被
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。 ”[4] 由此可
见，乡村社会记忆是一种动态复合系统，积淀于乡村社会的
各个角落。

（二）集体记忆与乡土社会
当前，处于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乡村社区正以前所未有的

方式发生着结构性变迁。 “在很多村庄，昔日自然形成的村庄

格局正在被打破，充斥于日常生活的仪式礼俗正日益被淡忘，
人与人之间经世沿袭、 朴素感性的处世之道正在为理想化的
现代交往原则所替代。 ”[5]昔日弥散乡村各个领域的社会记忆
正悄然发生变化，不少传统记忆渐趋弱化乃至丧失，乡土文明
的根系与精神基因遭到毁坏。由此我们可以反推出：正是社会
记忆塑造了乡村共同体。

不仅如此，社会记忆还整合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。正
如埃瓦尔德·赫林说过的话，“物质吸引力把我们的躯体凝聚
在一起，避免使之分裂成无数原子；同样，社会记忆把无数单
个现象串联成整体，记忆的凝聚力把我们的意识也连成一体，
否则，它早就分崩离析了。 ”[6]

总之，社会记忆不仅沟通了个人与社会，而且还清晰地展
示了乡土社区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嵌入在乡土社会中的集体
记忆，通过风俗民约整合了乡村秩序运行的框架，从而把分散
的个体农民与家庭建构为“差序格局”型共同体。 [7]

二、同一村庄内被淡忘的龙灯会与日渐红火的观音庙会
白果村位于安徽省桐城市双港镇的南边， 一条双金公路

穿村而过。 从地理区位看，白果村邻近乡政府所在地，距镇区
约 3 公里，离县城约 25 公里左右。从自然环境看，处于亚热带
季风气候区，夏季高温多雨，冬季温和少雨，适宜稻米等农作
物生长，农作物一年两熟。 从人口性别看，全村共计 899 户，
3328 人，其中男性 1996 人，女性 1332 人。 从产业结构看，以
种植业为主，没有现代工业。当地流动人口有 1380 人，约占总
人口的 41.5%， 当地多数农户以外出务工和种植所得为主要
收入来源。纵观白果村历史发展进程，它与中国其他乡村并无
太大区别，也从未在当地成为特殊模板，故其当前社会形态可
折射出目前中国农村普遍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之境遇， 反映
出目前中国乡土社会记忆体系以及生产、 生活方式等均进入
高速转型的轨道。

从传统来看，以村庄为单位组织舞龙灯是一种普遍现象,
每逢过年或正月十五是龙灯会最热闹的时候， 各式各样的龙
灯活跃于村庄各处，给人们带来节日的快乐与祥和。龙灯制法
一般是用竹蔑扎成龙头、 龙身和龙尾， 节数从三至十几节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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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,一般为单数。 节与节之间用绸布相连，每节都装有木柄，供
舞者握持。 其中，龙头制作得最为精致，彩绘精细，彩色艳丽，
形态夺人。 舞龙灯时，速度快，上下翻跃，左右舞腾，有时还会
添板凳上的耍龙动作，在龙头前还有一人持彩绸扎的“宝珠”，
引龙戏舞。而且，在大年三十晚上，龙灯会会在全村进行巡游，
让全村老少都一睹龙灯的风采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龙灯会会向村
庄里的每户人家依次送去祝福， 然后该家庭的长者便会交给
“灯头儿”两条好烟作为酬谢龙神的礼物，接着灯头儿便会拿
出一条又宽又长的红布条系在主人脖子上，象征着纳福辟邪。
最后，在主人家的鞭炮声中，龙灯会再去前往另一家送祝福。
在给村庄里的每户人家都送完祝福后， 龙灯会会前往村中的
某几家开始龙灯会的最后一项活动，即“接灯”。灯头儿会带领
龙灯队伍绕该农户家房屋舞上一圈， 之后再转到下一个接灯
的家庭。因为“接灯”必须要交给灯头儿“接灯费”，往年一般在
800 元左右。 所以，一般只有比较富裕的农户家才敢接灯。 在
整个接灯环节结束后，龙灯会才算彻底结束了。据村里的老人
说白果村的龙灯会与白果村一样，已有两三百年的悠久历史。

而在龙灯会后不久，观音庙会也如期开展。在白果村这个
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村庄里,佛学深入每个人心中。 在每年的
2 月 17 日到 2 月 19 日、9 月 17 日到 9 月 19 日这两段时间
内，每天人们都会相邀成群，烧香拜佛，求签许愿，祈求平安。
其中，很多人在半夜就动身前往寺庙了，因为在天亮之前，烧
香许愿之人便已经络绎不绝了。“殿堂庙廊里的善男信女们摩
肩接踵，鞭炮之声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，及至天亮。而后来者只
能将鞭炮香烛投向庙外的铁炉焚烧， 有的就跪在庙门及路旁
向观音娘娘祈求或许愿，三拜九叩以表诚心。而在进香时，有目
不斜视的顶礼膜拜者，也有几步一跪一叩头的虔诚信徒；有心
满意足的还愿者，也有怀揣心事来祈求佑护的善男信女。”[8]总
之，庙宇中可谓人声鼎沸，热闹异常，人们欢聚一堂，谈论着家
庭、生活中的琐事小事，气氛异常活跃。

正如康纳顿所言：“如果有什么社会记忆的话， 我们可以
在纪念仪式中找到它”。 [9]仪式对于社会记忆的传播与保存具
有特殊的价值，它能激发群体成员的内化集体性与认同感，加
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构， 激发个体的存在感和社会的延续
性。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表明，集体的建构、维系及变迁倚赖
于仪式的操演与仪式化的过程。 [10]

但近年来，随着社会变迁步伐的加快，龙灯会这项传统仪
式逐渐被人们所淡忘，淹没在尘嚣里；而观音庙会作为一项村
庄集体活动却为人们越来越熟识，发展势头迅猛，两者之间存
在天壤之别。那么，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

三、龙灯会与观音庙会境况迥异的原因探析
社会记忆具有路径依赖性，但受到现代因素的冲击，合法

性受到严重挑战。 [11]但为了自身能继续延续下去，它会以适应
性方式扬弃性地保存与传承，即社会记忆转型。下面我将从实
际情况出发分析白果村这两项习俗仪式在当代农村社会的转
型动力，这些动力并非以均力改变着记忆载体，而是以交互存
在的方式发挥着合力作用。

（一）龙灯会承载的功能与当下村庄生活的契合度降低
龙灯会所承载的传统象征意义与村庄生活的契合度降

低，龙灯会兴起的现实基础在现代社会已不存在。舞龙灯是有

极丰富的象征意义的，它包含祈雨、除涝、求子、辟邪、纳福这
五类， [12]简单点说，就是希望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人丁兴旺、
人口满堂，这可以说是龙灯会最初兴起的现实基础。

在现代社会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，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大
大提高， 再加上优质农业稻种的培育技术和防虫技术越来越
成熟，所以，现在每亩粮食的单产量都能达到上千斤，农民基
本都收获一个丰收年，龙灯会兴起的现实基础受到冲击。

其次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
越来越大，大量的农村居民开始了向城市的迁徙历程，打工经
济逐渐兴起，在此背景下，依靠传统的农业劳作所取得的收入
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， 人们对农耕经济的依
赖度大大降低。

再者，“民工潮”的兴起带动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务工。他
们在城市积累了一定财富后，又会举家外迁，加剧了白果村儿
童与青年群体的流失。由于很早就脱离乡土社区，因此这些群
体对乡土社会记忆认知逐渐淡化， 龙灯会离他们的生活也已
经越来越远。 这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·科瑟在《论集体记
忆》一书中所言：“童年决定了人们将会成为怎样的人，并且决
定了他们会对价值和事件有怎样的反映。 ”[13]这也就不难理解
既有的研究结论所提出的，“随迁子女群体中存在乡村社会记
忆模糊化现象”。 [14]

最后，随着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，村民受教育程度大
大提高，破除了对传统仪式的迷信，一些社会记忆的合法性遭
到质疑，传统性仪式活动不断简化直至消亡。几项因素综合起
来分析使我们了解到龙灯会兴起的现实基础在现代社会已不
存在， 人们寄托在这个龙灯上的几乎所有的愿望都已不再被
今天的人们所看重了， 龙灯会与现代农村社会的契合度大大
降低，因而，舞龙灯这项民俗也就逐渐衰败并走向消亡了。

（二）观音庙会被赋予契合人们生活新需求的新功能
对于社会记忆转型， 哈布瓦赫曾写道，“某种记忆的遗忘

或者变形，是不同时期社会变迁的结果，依靠环境和时点，社
会以不同方式再现它的过去”。 [15]社会记忆是多面向的动态复
合系统，时刻处于变迁之中。

与龙灯会不同，观音庙会在社会变迁的大潮中，顺应社会
变迁的潮流，功能日趋多样化，在原有传统活动内容的基础上
产生了契合人们心理或生活新需求的新内涵、新功能，比如社
交、聚会娱乐、商品流通交易等等，仍与村庄生活保持较高契
合度。

从本质上讲，观音庙会是一种宗教信仰活动，可以说，它
就是民间文化或俗文化。 [16]但随着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，观音
庙会加入了更多的文化因子，其文化功能越来越多样化，现在
村民们去观音庙会不仅仅是为了求子、求姻缘，更多地表现为
买卖手工艺品和逛街游玩， 庙会和集市交易融为一体成为人
们敬祀神灵和贸易往来的综合性社会活动场所。 观音庙会与
现代社会人们对于休闲和娱乐的追求产生了高度契合， 因而
其发展的越来越好，形成了独特的象征意义和影响力。

（三）龙灯会的组织形式未能像观音庙会那样顺应变迁适
时调整

“机构、组织和仪式只有不断改变自身，才能实现他们的
任务。他们倾向于根据变化的条件调整自己的内容与形式。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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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当仪式做到这一点，它才能完成任务。 否则仪式只能僵化，
变得毫无意义，并必须被革新。 ”[17]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弗·乌尔
夫的上述阐述清晰地表明，与时俱进是社会记忆的生命力。

在农村， 以村庄为单位组织舞龙灯是一种普遍的现象。
因而，以前的龙灯会规模大，花费大，需要大量人力物力，是
特定时代的产物。 而现在村庄的现实状况已发生很大变化，
随着近几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 村里的青壮年是越来越
少，村里的能人走出去的多，回村的少，新一代的青年受到了
都市文明的冲击，排斥、怀疑原有的生活方式，舍弃了传统的
民俗技艺，义无反顾的投进“现代”的怀抱，舞龙灯这项技艺
传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 [18]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没有村
庄的有力组织与协调是很难组织起像龙灯会这样的大型集
体活动的。

中央电视台曾播出过一档科教节目《远方的家》，其中就
讲到了江浙一带的舞龙活动。 虽然村子里的男人都外出打工
了，但由于村委会的组织得当，当地的女性替补了传统男性
的位置而继续开展舞龙活动，使得这项记忆得以延续，这也
从反面说明了组织形式的调整在龙灯会这项社会记忆传承
过程中的重要作用。

然而，当下的白果村像大多村庄一样，村干部待遇低，外
面的知识精英和村庄里的能人都不愿留在农村，导致目前村
委会的成员年龄普遍偏大，文化程度普遍较低，组织能力不
强。 再加上 1980年农村非集体化后，乡村财政能力、行政能力
以及公共产品提供能力均较弱，村委会的公用资金主要用于
转移支付，而村庄又基本没有集体经济， [19]因此，村委会既无
力提供开展龙灯会的费用，又缺乏组织发动群众、组织协调、
变通适应的能力，这些因素都成为制约龙灯会传承的障碍。

与龙灯会相比，观音庙会顺应变迁、适时调整，不仅作为
求神敬神的活动中心且进一步发展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，将
庙会和集市交易融为一体，成为人们敬祀神灵和贸易往来的
综合性社会活动场所， 既满足了信民们祈福避灾的要求，同
时又顺应了人们休闲娱乐的需求，由此使观音庙会成为一项
具有极大包容性的村庄集体活动。 从年龄上看，参与庙会的
有老年人、中年人和年轻人；从职业上看，以农民为主，还有
退休干部、小商贩等；从参与人数上看，一般一个村里的常住
人口都来了，大约有一千多人；并且，举办一次观音庙会可以
收入香火钱三、四万元左右，经济效益好。 显然，观音庙会这
项民俗得以继续传承是因为它能够及时做出适当调整，如在
规模上、形式上，因而它逐步兴盛是必然的。

（四）社会记忆的经济转向促使政府对龙灯会与观音庙
会的支持存在差别

作为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，部分民间习俗因为顺应社会
变迁，适时调整，获得新生，活动所蕴涵的社会记忆也借此得
以传承延续，然而，对于更多的社会记忆载体而言，由于其本
身所蕴涵的象征意义、发挥的社会功能均与当下村民生活存
在一定的距离，故政府的支持是这类社会记忆能否得以传承
的关键。

在农村市场化过程中，社会记忆的资本转向使乡村社会
记忆与文化资本原有的互构共生关系被打破，社会记忆运行
逻辑转向经济。 [20]社会记忆的经济资本功能在传统乡村并非

是全新事物， 只是传统乡村社会记忆更多展现的是文化资本
的显功能，其作为经济资本的潜功能被抑制。 然而，在工业化
与全球化背景下，经济资本与社会记忆的博弈中，前者占了上
风，成了社会行为的支配主导原则。故乡村社会记忆的资本转
向激活了这部分沉睡的乡村记忆， 同时也使一些原本兴盛活
跃的社区记忆渐趋淡化乃至消解。

由于龙灯会主要是一项观赏性的活动， 它不具备经济效
益，[21] 因而虽然非遗法要求政府给予适当支持， 但实际操作
中，政府对这项活动的经济扶持不够。因此，在这种情况下举办
舞龙灯活动，村干部的最大感受是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，均认
为资金问题是最难的。 而资金的欠缺又导致了一个更严重的
问题，这就是：舞龙灯这项文化遗产的传承存在着断层现象。

由于缺乏经济效益， 舞龙灯这项传统民俗在现代流行文
化的冲击下早已被青年人所遗弃。 [22]再加上，在白果村社区，
多数年轻人外出打工，家中只有“空巢老人”据守在家，缺乏代
际间沟通渠道与路径， 于是乡土社会记忆的传递发生代际断
裂也是必然的，甚至部分老年人也逐渐将其遗忘。当前农村的
舞龙灯技艺的传承主要是当地人自己宣传， 政府在其中的作
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。

与龙灯会缺钱少人的尴尬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观音庙
会由于具备较高的经济收益而获得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。
庙会除了具有娱乐休闲功能外，还具有调动区域群众广泛参
与、提供社区公共服务、增加经济收入等功能。 一方面，举办
一次观音庙会可以收入香火钱三、四万元左右，直接经济效
益好；另一方面，人们通过参加庙会放松精神，同时也在相互
交流中增进了彼此的友谊，创造了良好的区域氛围，从而增
强了区域的向心作用，间接地对农村经济的发展、社会稳定
起到了积极作用。因此，政府对观音庙会的扶持力度较大，其
发展势头迅猛。

四、结语
一个人，如果丧失社会记忆就等于丢掉过去；一个社会，

如果丧失社会记忆就相当于丢失历史与传统。 社会记忆见证
了乡土社会“固态”向“液态”的大转型风貌。 [23]这种转型或以
遗忘或以再生产方式展现出来。

作为同一村庄内两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活动， 龙灯会与观
音庙会的不同命运说明了一项仪式要想持续传承， 路径之一
是社会记忆的蜕变与转型。 社会记忆既不意味着对过去的全
盘接受，固步自封，也不是全盘舍弃其精神传承，极力迎合市
场，而是要保持其柔韧性。柔是指它的不凝滞、不倦怠，顺时而
变；韧是指它的有恒常、有坚守，变而不离其宗。 [24]这就需要立
足于乡村社区记忆的群众根基———村民的认可与接受， 这样
才能保障社会记忆的延续与再生产，否则就像无根之花、无源
之水，只能作为记忆符号存在于我们的回忆中。

龙灯会由于活动简单、功能单一，且花费巨大，无法适应
当下农村生活的现状，日渐淡出人们的记忆；而观音庙会由于
适应了社会变迁的要求，增设了活动场地和市场贸易，功能日
趋多样化而日渐兴盛。由此，我们设想是否可以通过政府的组
织和安排把龙灯会和观音庙会这两项社会记忆载体结合起
来，毕竟两项活动的举办时间很接近，这样一方面龙灯会可以
借助庙会的人气找到传承平台， 另一方面庙会可借助龙灯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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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上接第 113 页）在制度的安排赋予了其过于宽泛的内涵。 除
此之外， 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还被放在与注册资本认缴登记
制和完全相对立的位面之上，因此在此种制度设计之下，注册
资本认缴登记制在学理上的定义及适用范围还存在需要与司
法制度相互配合、衔接的地方。

注 释：

譹訛 吕来明，杨明敏：“论我国资本制度的改革及债权人利益的保护”，

《法律适用》，2013年版，第 12期。

譺訛 参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

[2014]7号）。

譻訛 实际上目前以公司形式设立保险专业代理机构、保险经纪人的，暂

时没有注册资本最低限额，因为虽然《保险法》授权国务院保险监
督管理机构设置注册资本最低限额，但是目前并无文件作出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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